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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令世

界瞩目，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成

本，2015年北方大部分地区被雾霾笼罩就是例证。

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环境承载能力

持续下降，环境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引发一系列资源

与环境问题。“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0年全

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比 2015年下降 15%，能

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全国化学

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

制在2001万吨、207万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

比2015年分别下降10%、10%、15%和15%；全国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 2015年下降 10%以上。面对严

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其中，提高绿色发展及工业

绿色创新效率是实现转型的关键，而绿色经济支撑

带是引擎和动力。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带，对于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具有重

要的促进和示范作用，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

范带”是其重要战略定位。2014年 9月，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4］39号）中明确提出“打造沿江绿

色能源产业带”“建设绿色生态廊道”的思路。然而，

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问

题。以水资源为例进行如下说明：其一，长江经济带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较为突出，万元工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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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00 ~ 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网络SBM-DEA模型

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阶段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

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不高，

不同区域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性。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效应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

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U”型

关系。这对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形式以促进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高，进而打造我国绿色经济

支撑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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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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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用水量约为发达国家的2 ~ 5倍，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却不足45%。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45，
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0.7 ~ 0.8），而且沿江高耗

水行业规模较大，加剧了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的供需

矛盾。其二，长江经济带沿江以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重

化工业布局为主，导致水质结构性污染较为严重，

2015年上半年COD排放量达418.56万吨，约占全国

的36.8%。重庆、岳阳、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六市累

计形成了 600千米的岸边污染带，约占长江干流污

染带总长的 73%，对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造成了

严重损害。因此，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而如何提高工业

绿色创新效率对促进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具有

重要的实践价值。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当前长江经济

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究竟处于何种水平？不同的环

境规制工具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有何不同？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是否

存现显著的空间差异？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利用

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面板数据，

运用两阶段网络SBM-DE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

绿色创新效率及其阶段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空间

计量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

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这一研究有助于为长江

经济带依靠环境规制促进工业绿色创新、实现长江

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政策指导。

二、相关文献述评

（一）绿色创新效率测算

环境保护与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战略，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问题[1][2][3][4][5]。绿色创新效率衡量的是最优技术结

构下可能的最优产出，绿色创新效率可通过增加“好

产出”和减少“坏产出”来推动绿色发展，因此绿色创

新效率的科学测度对探析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

及演化特征至关重要。目前，相关文献对绿色创新效

率的测度主要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
模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周力 [6] 基于 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了我国省级的绿色创新指

数，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创新水平整体上呈现由西至

东依次递减的趋势；韩晶[7]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BCC模型来测算我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研究发现

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绿色创

新效率排名前五位的地区都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

绿色创新效率后五位地区都位于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钱丽等 [8] 基于共同前沿理论和 DEA 模型对

2003 ~ 2010年各省份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成果转化

效率及区域间的技术差距进行测度，并对无效率值进

行分解，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企业绿色创新效率

偏低，并且呈现下降趋势；王惠等[9]基于2006 ~ 2012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

境约束下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

然而，上述文献在运用DEA方法对产业或区域

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研究时，直接将绿色创新过程看

作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而忽略了系统内部

过程和阶段特征[10]。传统DEA方法测度绿色创新

效率时，一方面没有考虑从投入到产出的中间环节

和过程，无法准确反映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实际情

况；另一方面无法得知系统内部各个子阶段相对效

率及各阶段对整体效率的影响，大大降低了工业绿

色创新效率分析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此，网络DEA方法则是多阶段决策单元绩

效评价的一种有效分析手段，可对系统内部和阶段

特征进行科学评价。Fare、Grosskopf [11]提出了径向

网络DEA方法，Tone、Tsutsui[12]则构建了考虑松弛

量的非径向网络 SBM-DEA模型，之后被广泛应用

于绿色创新效率测算。何枫[13]将非期望产出纳入网

络 SBM-DEA模型，对我国钢铁企业的绿色创新效

率进行测度，钢铁企业整体以及铁前和铁后工序阶

段的绿色技术效率均呈现倒Ｕ型曲线特征。吴美琴

等[14]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能源与环境因素纳入

研究框架，运用网络SBM模型对2009 ~ 2013年我国

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研究发现绿色创新

效率整体水平不高，西部地区表现最为不佳。不过，

目前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

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的文献很少，仅有汪克亮[15]测

度了基于环境压力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生态效率，但

该文献没有涉及绿色创新效率，也未打开绿色创新

过程的“黑箱”，相关研究值得拓展。

（二）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是我国环境管理正式制度的重要一

环，合理的环境规制设计有利于促进提高绿色创新

水平及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16]。目前，大量文献

探讨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线性或非线性关

系。如李玲、陶锋[17]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

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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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

点；蒋伏心等[5]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关系，随着环

境规制强度的加大，“抵消效应”将转变为“补偿效

应”。但上述文献没有将环境规制类型进行有效区

分，因而无法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

新效率的异质效应。

（三）环境规制的分类研究

目前有不少文献对环境规制类型进行了分类研

究。许士春、何正霞[18]通过对不同环境规制的比较

分析发现，排污税率和排污许可价格与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激励程度都呈正相关关系；张江雪等[19]运

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

型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

响，研究表明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

增长有显著作用，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

色增长的作用有限；彭星、李斌[20]研究了不同类型

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

究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

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

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

进工业绿色转型。上述文献对于研究不同类型环境

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目前还没有将研究扩展到具体的区域经济带，且

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综上可知，目前还没有文献探究不同类型环境

规制下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

应。因此，本文的学术贡献包括：一是将环境规制与

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扩展到长江经济带层面，可为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指导；二是基于

两阶段创新价值链将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阶段

和技术商业化阶段，运用网络 SBM-DEA模型对长

江经济带的工业创新水平进行科学测度，有助于揭

示创新的过程性特征；三是将环境规制区分为不同

类型，并引入空间效应，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空

间异质效应，从而为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提

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三、基于两阶段网络SBM-DEA模型的绿色创

新效率测度及评价

（一）两阶段网络SBM-DEA模型

Tone、Tsutsui[12]构建的网络 SBM-DEA模型，

用于评价决策单元整体及各组成部门的效率，属于

非径向效率测算方法，解决了投入产出变量的非同

比例变化问题。本文将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阶

段和技术商业化阶段，主要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网络SBM-DEA模型来测度绿色创新效率。

假设DMUj（j=1，2，…，n）技术开发阶段的投入

为 ，技术开发阶段的产出即

中间链接变量为 ，

技术商业化阶段的中间投入为

，最终产出为 ，则技术开

发阶段的生产可能集为：

（1）
技术商业化阶段的生产可能集为：

T［x1，z（1，2），y2］=

（2）

那么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两阶段网络

SBM-DEA模型可定义为：

（3）

式中，s-、sg+、sb+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以及

非期望产出的冗余。当ρ=1时，即 s-=sg+=sb+时，不存

在投入及非期望产出的冗余，也不存在期望产出的

不足，此时被评价的决策单元有效；当0<ρ<1时，则

被评价的单元是低效的，说明投入产出量有待优化。

（二）两阶段创新价值链下绿色创新效率指标

选取

价值链下绿色创新指标的选取与合理量化对于

绿色创新效率的衡量至关重要，本文选取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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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

样本集。考虑到技术创新过程和阶段的产出滞后特

点，对绿色技术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采用 1998 ~
2012年的数据、第一阶段的产出（绿色科技成果产

出）和第二阶段的中间投入采用 1999 ~ 2013 年的

数据、最终产出（绿色经济效益产出）采用 2000 ~
2014年的数据。其中，绿色创新活动中两个阶段的

滞后期分别为 2年和 1年[21]。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

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模型中涉

及初始投入、中间产出、非研发中间投入、期望产出

和非期望产出等五个指标。价值链视角下投入产出

指标界定及处理如下：

技术开发阶段是研发创新的第一子阶段，投入

产出主要从人力、资本角度衡量。本文选取更为客观

的指标——R&D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人力资源投

入；在资本投入方面，由于当年的R&D经费内部支

出对以后的创新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用R&D资本

存量衡量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比较准确。采取朱平

芳、朱伟民[22]及黄奇等[23]的做法，运用永续盘存法

计算R&D资本存量：

RDit=（1-σ）RDi（t-1）+Kit （4）
其中：资本折旧率σ=15%；RDit、RDi（t-1）分别

表示第 i个省份工业企业第 t年和第 t-1年的R&D
资本存量；Kit表示第 i个省份第 t年工业企业R&D
内部经费实际支出，本文以 1998年的不变价R&D
经费内部支出为基数，用R&D支出价格指数对名

义 R&D 经费内部支出进行平减。基期 1998 年的

R&D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RDi1998 =
Ki1998
gi +σ （5）

其中， ，为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

工业企业1998 ~ 2012年15年间R&D经费内部实际

支出的平均增长率。在创新中间产出方面，选取的变

量有专利申请量、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产品开发项

目数可以弥补以专利数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时存在

的不足[24][25][26]。

在绿色技术商业化阶段，选取购买引进改造等

费用[8][27]及工业能源消费量[9]作为非研发中间投

入。绿色技术商业化阶段作为完整的生产过程，科技

成果向商业价值转化并不能自动出现，该过程的顺

利实施需要资金和能源的再投入。在最终产出方面，

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期望产出。新产品销售

收入能够较好地反映工业企业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

和市场价值，同时利用2000年不变价工业品出厂价

格指数平减。另外，基于绿色创新的内涵，选取空气

中工业 SO2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烟

（粉）尘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并运用熵值法

得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7][27][28]。

（三）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综合评价

本文运用基于规模收益可变（VRS）的包含非期

望产出的网络 SBM-DEA 模型和Maxdea Pro 6.19
软件对 2000 ~ 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效率

进行测度，并将长江经济带区分为上游、中游和下

游，绿色创新效率结果如表 1所示。研究发现，2000
~ 2014 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平均值为

0.435，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并且不同区域的绿色

创新效率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性。下游地区的绿色创

新效率较高，平均值为0.615，其中：上海的绿色创新

效率最高，达0.926，接近绿色创新效率的前沿，这与

上海地区拥有发达的绿色创新科技相关；其次是江

苏和浙江，绿色创新效率均在 0.5以上；下游地区绿

色创新效率值最低的省份是安徽，绿色创新效率值

仅为 0.324。中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平均值为

0.322，是三个区域中最低的，其中绿色创新效率由

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湖北、湖南和江西，这与三个地区

的绿色技术开发及科技转化水平高低也是一致的。

上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均值为0.339，整体来看似

乎比中游地区高，但这主要与重庆的绿色创新效率

值较高有关，若除去重庆，其他三个地区的绿色创新

效率值均在 0.3以下，明显低于中游地区；绿色创新

效率值最低的地区是贵州，绿色创新效率值仅为

0.129。综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发达程度与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下

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生产管理水平较

高，技术创新的“硬件”和“软件”明显优于上、中游地

gi =
Ki2012
Ki1998

15

- 1

技术
开发
阶段

技术
商业化
阶段

新产品销售
收入

环境污染
综合指数

专利申请量

新产品
开发项目

R&D人员
全时当量

R&D经费
内部支出

购买引进
改造等费用

工业能源
消费量

图 1 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两阶段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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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技术创新研发和转化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绿色技

术创新效率较高。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承接了大

量“高能耗、高污染”工业企业的转移任务，其在带来

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技术创新的资源与环境效应

造成了负面影响，不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根据两个子阶段的绿色创新效率估计结果发

现，长江经济带技术开发阶段的效率值低于技术商

业化阶段的效率值，下游地区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不

过中游和上游地区的技术商业化阶段效率值明显低

于技术开发阶段效率值。从技术开发阶段的效率值

看，下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最低的是中游地区；上

海的技术开发效率值最高，其次是浙江和重庆，最低

的是贵州。从技术商业化阶段的效率值看，三个区域

的排名没有改变，上海的技术商

业化效率值达到技术前沿标准，

重庆的技术商业化效率值超过浙

江，效率值最低的依然是贵州。

针对不同省市在技术开发阶

段和技术商业化阶段的效率表

现，分别以技术开发阶段、技术商

业化阶段效率的均值为界线，将

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划分为四

类。图 2显示，11个省市中落在C
区域的属于两阶段效率值相对较

高的上海、重庆和浙江三个地区，特别是上海达到了

技术前沿标准，这三个城市均达到了技术开发有效

和技术商业转化有效，属于高效集约型创新。位于B
区域（高技术开发效率、低商业化效率）的只有湖南。

落在D区域（低技术开发效率、高商业化效率）的只

有江苏一个地区。其他六个城市均落在A区域，包括

贵州、江西、云南、四川、安徽和湖北，该区域的技术

开发效率和商业化效率都低于均值，这类地区属于

粗放型低效率技术创新。可见，从价值链视角看，长

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都处于低效率

状态，技术开发效率和商业化效率都有进一步提高

的空间。而且，无论是整体效率还是子阶段效率，绿

色创新效率都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环境规制作为我国环境管理正式制度的重要一

环，合理的环境规制设计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水平

提高及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但不同类型环境规

制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同时，长江经济带的绿

色创新效率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本文将空间

效应纳入计量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长江

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本文设定空

间计量模型如下：

空间面板SAR模型：

（6）

空间面板SEM模型：

εit=λW×εit+ξit （7）

地区

下游

中游

上游

长江经济带均值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均值

江西

湖北

湖南

均值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均值

整体效率

0.926
0.530
0.682
0.324
0.615
0.251
0.368
0.346
0.322
0.725
0.294
0.129
0.207
0.339
0.435

技术开发
阶段效率

0.852
0.446
0.733
0.433
0.616
0.303
0.386
0.519
0.403
0.700
0.378
0.256
0.365
0.425
0.435

技术商业化
阶段效率

1.000
0.695
0.716
0.349
0.690
0.305
0.461
0.336
0.367
0.827
0.343
0.115
0.188
0.368
0.485

2000 ~ 2014年长江经济带及上、中、下游
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表 1

图 2 2000 ~ 2014年长江经济带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矩阵

上海

重庆
浙江

技术开发效率湖南

云南
贵州

江西 四川 安徽

湖北

江苏

1.2

1

0.8

0.6

0.4

0.2

0

技术
商业
化效
率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D

A

C

B

GIEit=ρW×GIEit+α1ERit+α2 ER2
it +γXit+μi+εit

其中，εit ~N（0，σ2
it ）。

GIEit=β1ERit+β2 ER2
it +δXit+μi+εit

其中，ξit ~N（0，σ2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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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中，空间面板SAR模型反映空间依赖

性来源于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程度。ρ是空间自相关

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GIEit为绿色创新效率，

ERit为环境规制，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控制

型、经济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三种。本文还加入

用于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

非线性关系。Xit为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其他因素对

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μ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

扰动项。空间面板SEM模型反映空间依赖性是由相

邻区域的误差冲击对该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所

产生的，λ为空间误差系数，其他变量与SAR模型具

有相同的定义。

（二）变量选取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

2000 ~ 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被解释变

量绿色创新效率运用前文计算得到的各地区网络

SBM-DEA效率值来衡量。其他变量选取如下：

1. 环境规制。基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实践，总

体来看，我国的环境规制体系包括命令控制型、市场

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三种：命令控制型环

境规制主要指利用环境标准、环保立法等强制性政

策、法规来约束污染物排放主体的行为；市场激励型

环境规制主要指利用环保补贴、排污权交易、排污

费、环境税等价格工具来激励污染物排放主体实施

节能减排；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主要指公众、非政府

环保组织等参与环境保护，进而影响污染物排放主

体的行为。基于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的内涵和作用机

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张江雪等[19]及

彭星、李斌[20]关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指标的选取方

法，用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来衡量命令控制型

环境规制，反映出我国环境保护的立法高度和执法

力度；用单位GDP排污费收入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

规制，反映出政府部门利用价格和费用等市场化手

段来治理污染的强度；用环境信访量衡量自愿意识

型环境规制，反映出企业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承诺或行动的参与度。

2. 控制变量。经济规模RP用各地区GDP来衡

量，并用 2000年的CPI指数进行平减；产业结构 IS
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科技创新

水平RD用各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

重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OP用各地区对外贸易进

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干预GV用各地

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能源结构ES用天

然气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来衡量，表示相

对清洁能源的使用程度。

3. 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与计算

至关重要，常见的空间权重矩阵主要是空间邻接矩

阵、地理距离矩阵及经济距离矩阵。考虑到长江经济

带属于区域带，设定空间邻接矩阵并不能反映地区

间的直接联系，而且单独的地理距离或经济距离并

不能全面反映空间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构建空间混

合矩阵来进行空间计量估计。空间混合矩阵综合地

理和经济因素，若两个地区地理相近且经济差距小，

那么其交互影响较大。本文设定空间混合矩阵

WMIX为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的乘积，即

WMIX=WD×WE，其中：地理距离WD和经济距离

WE分别用各省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和人均GDP距
离的倒数来衡量。

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空间异质效应检验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空间计量的前提是变量之间存在空间相关关

系，而Moran's I指数是判定空间相关性最主要的指

标，计算公式如下：

（8）

其中，S2 = 1
n∑i = 1

n
（Yi - Ȳ）2

，Ȳ = 1
n∑i = 1

n
Yi ，Yi 是

第 i地区观测值，本文中是指绿色创新效率。计算结

果见表 2，绿色创新效率的 Moran's I 指数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而且空间相关系数均为正，表明

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性，可进行空间计量相关检验，这也意味着技术空间

扩散与外溢以及创新资源的地区间共享，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

（二）空间异质效应估计结果及讨论

本文以 LM检验判断 SAR模型或 SEM模型的

优劣性。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为整体效

率和技术商业化阶段效率的模型中LM-lag统计量

比 LM-err统计量更显著，表明这些估计中 SAR模

型更合适，而被解释变量为技术开发阶段效率的估

计中LM-err统计量比LM-lag统计量更显著，表明

该估计更适用 SEM模型。此外，观察面板Moran's I
指数发现，所有模型中的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

ER2
it

I =
∑
i = 1

n ∑
j = 1

n
Wij（Yi - Ȳ）（Yj- Ȳ）

S2∑
i = 1

n ∑
j = 1

n
W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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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表明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模型设定合理，这与

截面Moran's I指数的结论是一致的，并且与ρ/λ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相一致。

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整体效率的

空间估计结果来看，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

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LnERC对绿色创新

效率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其平方项 LnERC2

的系数也不显著，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

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且与绿色创新效率

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存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ERS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平

方项ERS2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表明市场激励型环

境规制有利于提高绿色创新效率，但两者之间不存

在直接的非线性关系；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LnERK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其平方

项 LnERK2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自愿意识型环境

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只

有当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值时才能对绿色

创新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通常来说，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既有正面

的“补偿效应”，又有负面的“抵消效应”。一方面，环

境规制导致的成本增加有利于刺激企业改进生产工

艺或提高治污能力，同时政府的绿色补贴政策也将

为企业提供绿色创新资金的支持，最终可减少或抵

消环境规制给企业增加的环境成本，称之为“创新补

偿效应”。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也会给企业绿色创新

带来负面效应，如环境规制带来的污染治理成本提

高将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产生挤出效应，导致企

业绿色创新资金减少，不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

新，称之为“创新抵消效应”。当环境规制增强并且未

越过拐点值时，“创新抵消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创

新补偿效应”较小，环境规制对绿色研发投入有挤出

效应，不利于提高绿色创新效率；不过当环境规制越

过拐点值时，“创新补偿效应”增大并超过“创新抵消

效应”，此时环境规制通过刺激企业改进生产工艺，

有利于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因此环境规制与绿色创

新效率之间将表现出“U”型关系。不同类型环境规

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差异性影响的原因在于：命

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强制性”导致企业没有选

择绿色创新技术的权利，表现为对绿色创新效率没

有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考虑了企业的

减排成本，运用市场力量鼓励企业充分配置资源，赋

予企业选择绿色创新技术的权利，表现为对绿色创

新效率持续的促进作用；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企

业无约束力，但可引导企业发挥自身节能减排的主

观能动性，不过鉴于目前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比

较淡薄，只有越过一定的拐点值后才能显著促进绿

色创新效率，因此两者之间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趋势。对长江经济带而言，下游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

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较强，因此其绿色创新

效率也较高；而中、上游地区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为主，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受到明显的抑制。

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阶段效率的

空间估计结果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开

发阶段与技术商业化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均不明显；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开发阶段绿

色创新效率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而与技术商业化

阶段的创新效率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

关系；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阶段和技术

商业化阶段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均表现为先下降后上

升的“U”型关系。相对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

技术开发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即通过刺激企业绿色创新资金投入而使企业获得更

多的专利申请量、新产品开发项目数，研发阶段的绿

色创新效率必然提高；而技术商业化阶段的绿色创

新效率还受成果转化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若经

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未越过拐点值，难以对技术商业

化阶段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明显的激励作用，只有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Moran's I

0.177

0.239

0.194

0.278

0.324

0.237

0.222

0.255

0.210

0.236

0.202

0.252

0.263

0.302

0.252

E（I）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Z

1.353

1.707

1.289

1.634

2.097

1.886

2.051

1.470

1.313

1.512

1.329

1.539

1.699

1.925

1.650

P-value

0.088

0.044

0.099

0.051

0.018

0.030

0.020

0.071

0.095

0.065

0.092

0.062

0.045

0.027

0.049

2000 ~ 2014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
的Moran's I指数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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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LnERC

LnERC2

ERS

ERS2

LnERK

LnERK2

LnRP

IS

RD

OP

GV

ES

ρ/λ

Moran

LM-lag

Robust
LM-lag

LM-err

Robust
LM-err

模型

形状

样本数

整体效率

命令控制型

0.109
（0.39）

-0.006
（-0.35）

-0.005∗∗
（-2.16）

0.020
（1.13）

0.094∗∗
（2.52）

0.005∗∗∗
（2.98）

0.004∗∗∗
（3.00）

0.002
（0.38）

6×105

［0.035］

0.092
［0.032］

14.028
［0.000］

/

3.690
［0.054］

/

SAR

/

165

市场激励型

0.020∗
（1.70）

-0.001
（-1.46）

-0.004∗
（-1.87）

0.024
（1.30）

0.063∗∗
（2.53）

0.005∗∗∗
（2.75）

0.005∗∗∗
（3.20）

0.001
（0.12）

5×105

［0.040］

0.083
［0.050］

13.982
［0.000］

/

3.044
［0.080］

/

SAR

/

165

自愿意识型

-0.047∗∗
（-2.58）

0.002∗∗
（2.49）

-0.004∗∗
（-2.02）

0.001
（0.06）

0.060∗∗∗
（2.94）

0.005∗∗∗
（2.84）

0.005∗∗∗
（3.28）

0.003
（0.33）

5×105

［0.049］

0.069
［0.097］

13.356
［0.000］

/

2.136
［0.144］

/

SAR

U型

165

技术开发阶段效率

命令控制型

0.136
（0.52）

-0.003
（-0.20）

-0.086∗
（-1.89）

0.001
（0.29）

0.134∗
（1.66）

0.028∗∗
（2.25）

0.012∗∗∗
（2.83）

0.002
（0.32）

0.236
［0.000］

0.173
［0.000］

4.325
［0.038］

/

12.169
［0.000］

/

SEM

/

165

市场激励型

0.007∗∗∗
（16.55）

-0.002
（-0.39）

-0.004∗∗
（-2.00）

0.002
（0.28）

0.005∗
（1.83）

0.015∗
（1.85）

0.006∗∗∗
（2.94）

0.020
（0.40）

0.246
［0.000］

0.258
［0.000］

4.969
［0.020］

/

20.468
［0.000］

/

SEM

/

165

自愿意识型

-0.036∗
（-1.71）

0.002∗
（1.88）

-0.003∗∗
（-2.20）

0.009
（0.50）

0.005∗
（1.87）

0.015∗
（1.92）

0.006∗∗∗
（3.00）

0.015
（0.45）

0.243
［0.000］

0.246
［0.000］

4.845
［0.012］

/

26.606
［0.000］

/

SEM

U型

165

技术商业化阶段效率

命令控制型

0.142
（0.45）

-0.008
（-0.39）

-0.008∗∗
（-2.47）

0.026
（1.20）

0.120∗∗
（2.59）

0.006∗∗
（2.52）

0.004∗∗
（1.99）

0.010
（1.39）

3×105

［0.006］

0.172
［0.000］

17.494
［0.000］

/

0.410
［0.520］

/

SAR

/

165

市场激励型

-0.008∗∗
（-2.07）

0.001∗∗
（2.21）

-0.006∗∗
（-2.48）

0.030
（0.40）

0.118∗∗∗
（2.55）

0.006∗∗
（2.50）

0.005∗∗∗
（2.00）

0.014
（1.42）

4×105

［0.026］

0.079
［0.062］

13.016
［0.000］

/

0.019
［0.889］

/

SAR

U型

165

自愿意识型

-0.045∗
（-1.92）

0.003∗
（1.98）

-0.007∗∗
（-2.18）

0.006
（0.15）

0.078∗∗
（2.54）

0.005∗∗
（2.24）

0.004∗∗
（2.18）

0.008
（1.14）

4×105

［0.013］

0.268
［0.000］

14.775
［0.000］

/

0.004
［0.948］

/

SAR

U型

165

当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值时，累积的激励

作用才明显有利于提高技术商业化阶段的绿色创新

效率。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看，经济规模LnRP对
整体绿色创新效率及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

均显著为负，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张不利于绿色创新

效率的提高，这主要与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有关。在我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下资源能源大量被

消耗，绿色创新水平较低。产业结构 IS对绿色创新

效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说明尽管我国的第三产业

发展迅速，但依然存在总量偏少及结构不合理的问

表 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的数值表示 z值，中括号内的数值表示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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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而

科技金融等新兴行业占比较小，对绿色创新效率贡

献不大。科技创新水平RD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

作用较为显著，持续的科技创新投入是绿色创新效

率提高的重要保证，这与本文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对

外开放水平OP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外开放有

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

绿色创新水平。政府干预GV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这主要与我国绿色创新投资大部分

属于政府投资有关，政府的绿色补贴政策为企业提

供绿色创新资金支持，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

明显促进作用。能源结构ES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

明目前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利于推动清洁

能源的生产与应用，制约着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地，亦是生

态绿色建设的敏感地带，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显得

尤为重要。依靠环境规制来促进长江经济带工业绿

色创新效率，是实现其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本

文基于 2000 ~ 2014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工业

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网络 SBM-DEA模型下的长

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阶段效率进行测

算，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研

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2000 ~ 2014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

不高，不同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有较大的空间差异

性；下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最高，并且技术开发阶

段的效率值低于技术商业化阶段的效率值，这与周

力[6]、韩晶[7]、吴美琴等[14]研究结论在整体上保持

一致，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东强西弱的特征。

与前人研究不一致的是，本文采用的是长江经济带

工业面板数据，而且进一步区分了长江经济带工业

技术开发和商业化两个阶段的绿色创新效率，为落

实《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制定

针对性的创新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其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

响效应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

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

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自愿意识型环境规

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

这与许士春和何正霞[18]、彭星和李斌[20]等的研究

结论在整体上一致，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

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他研究并未考察不同类

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效应，本文为科学判断当前长

江经济带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强度、探寻最优规制强

度区间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其三，分阶段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技术

开发阶段与技术商业化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

用均不明显；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开发阶段

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而与技术商

业化阶段的绿色创新效率之间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

的“U”型关系；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阶

段和技术商业化阶段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均表现为先

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形式以

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进而打造我

国绿色经济支撑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环境质量

标准、污染排放限额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技

术强制性，没有赋予企业选择绿色创新技术的权利，

不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环境税、排污费、环境

补贴和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市

场化手段有效配置资源，赋予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或

提高治污能力的决定权，从而有利于提高绿色创新

效率；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缺乏强制约束力，通过激

励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来推动节能减排。因此，政府若

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绿色经济支撑效应，必须充分

发挥各种环境规制形式的优势，实现协同与互补。一

是实现环境规制由命令控制型到市场激励型和自愿

意识型的转变，根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特点取长

补短、降低规制成本；二是要针对长江经济带上、中、

下游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类型的环境

规制。下游地区绿色创新水平较高，可重点运用经济

激励型环境规制，而上、中游地区绿色创新水平较

低，主要是以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搭

配运用；工业污染严重且生态环境脆弱的上、中游地

带需运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业污染较轻且技

术先进的下游地带应该将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

环境规制搭配使用，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励企

业提高绿色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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